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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人力资本已成为全球企业竞争的重要因素，员工的创新行为对企业的生存

发展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为了灵活快速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需求，组织不得不采取裁

员、重组等变革措施，导致员工工作不安全感的产生。 很多研究基于压力理论发现是工作

不安全感具有负向影响，倡导消除组织中存在的工作不安全感。 但在“９９６”工作制度越

来越普及的今天，消除组织中存在的工作不安全感，为员工提供“无忧无虑”的工作环境

却越来越难以实现。 压力的两面性暗示了工作不安全感对于员工创新行为的提升并不一

定总是坏的，取决于个体主动应对策略的实施及对自我效能感和外界收益的评估。 本文

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构建了以领导支持和自我效能感为边界条件、工作重塑为中介的

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产生影响和作用的有中介的调节作用模型。 运用 Ｍｐｌｕｓ 和

ＳＰＳＳ 等软件，以来自北京、上海、武汉等地 １２ 家企业的 ４９２ 名员工为调查对象，揭示了领

导支持和自我效能感在改变员工对工作不安全感认知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工作重

塑在“工作不安全感—领导支持”“工作不安全感—自我效能感”交互影响创新行为关系

中的中介作用。 本文从压力认知评价的视角探讨工作不安全感的积极效应，在丰富工作

不安全感相关研究的同时为组织提高员工创新行为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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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随着德国“工业化 ４ ０”战略的推出，全世界进入了加速智能化时代。 “智造”实现的关键离不

开创新行为的推动，不仅需要提高整个社会的创新水平，企业中自下而上由员工驱动的创新行为也

不容忽视（Ｓｐｉｅｇｅｌａｅｒｅ 等，２０１４） ［１］。 多项研究表明，这些日常工作场所产生的创新行为对一个组织

的生存和繁荣至关重要，是组织创新能力提升和在动态环境中茁壮成长的关键部分。 因此，学术界

和管理者对如何激发和保持企业员工的创新行为越来越关注，普遍认为有效的互动（Ｇｒａｎｔ 和
Ｂｅｒｒｙ，２０１７［２］；Ｌｕ 等，２０１７［３］）、积极的氛围（王辉和常阳，２０１７） ［４］、积极的领导力（古银华，２０１６［５］；
买热巴·买买提和李野，２０１８［６］；Ｃｈｅｎ 和 Ｈｏｕ，２０１６［７］）等支持性、稳定性的因素是激发创新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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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措施。
然而，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市场效应的经济危机，组织合并重组、裁员、临时或短期雇用

合同等现象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就业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工作不安全感所替

代，成为员工常见的职场心理问题之一（胡三嫚，２０１７） ［８］。 大多数关于工作不安全感和创新行为

研究的核心在于将工作不安全感（一种结果高度不确定的事件）理解为一种阻碍性事件或情景，倡
导消除工作中员工感知到的不安全（王才等，２０１９） ［９］。 但消除工作不安全感带来“无忧无虑”工作

环境的同时也容易产生“停滞不前”的工作状态。 同时，“９９６”工作制的悄然普及也预示着组织消

除工作中存在不安全感、为员工提供“无忧无虑”的工作环境越来越难以实现。
尽管有分析表明，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有一定的负面影响（Ｇｉｌｂｏａ 等，２００８） ［１０］，但是，另

外一些研究却没有发现这样的关系（Ｓｖｅｒｋｅ 和 Ｈｅｌｌｇｒｅｎ，２００２） ［１１］，还有研究发现，工作不安全感对

员工创造力具有正 ／倒 Ｕ 型的关系，一定程度下的工作不安全感反而有利于创造力的提升（周浩和

龙立荣，２０１１） ［１２］。 这也暗示了工作不安全感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确定的，在工作

不安全感越来越普遍的今天，盲目地完全消除组织中存在的工作不安全感不一定总是最佳的做法，
合理地利用不安全感或许也能成为组织创新行为提升的驱动力（胡三嫚，２０１２） ［１３］，需要有更多的

理论从更多的角度发掘和解释两者之间的联系（Ｓｅｌｅｎｋｏ 等，２０１３） ［１４］。

二、 相关研究述评

工作不安全感是指一个人对工作连续性不确定程度的感知 （ Ｇｒｅｅｎｈａｌｇｈ 和 Ｒｏｓｅｎｂｌａｔｔ，
１９８４） ［１５］，包括对失去工作本身和失去工作特征 （如薪酬、职位等） 等威胁的担忧 （ Ｄｅ Ｗｉｔｔｅ，
１９９９） ［１６］。 威胁的概念突出了工作不安全感作为未来焦点的现象，它反映的是对一个事件的预测，
这个事件可能发生在未来某个时刻。 因此，对工作不安全感的研究则是研究人们如何看待和响应

“可视化工作或工作特征损失”，而不是实际的工作或工作特征损失（Ｂｏｓｗｅｌｌ 等，２０１４） ［１７］。
创新行为是问题识别、产生想法或解决方案、建立对想法的支持和想法实现的多阶段过程，产

生新颖的和有用的想法是创新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Ｓｃｏｔｔ 和 Ｂｒｕｃｅ，１９９４） ［１８］。 多数关于工作不安

全感和创新行为的研究多是采用一般压力理论（朱朴义和胡蓓，２０１４） ［１９］、资源保存理论（黄爱华

和黎子森，２０１６） ［２０］、ＶＳＲ 理论（周浩和龙立荣，２０１１） ［１２］ 等，将工作不安全感看作一种阻碍性或损

耗资源的事件，认为工作不安全不仅违背了自主、能力和相关性的基本心理需求（王璐和褚福磊，
２０１８） ［２１］，也导致了雇员和雇主之间义务—诱因、投入—结果等交换关系的不平衡，裁员的威胁减

弱了员工对支持型工作环境的感受，极大降低了参与者创新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此，以往研究多

致力于寻找和消除产生工作不安全感的因素 （ Ｇｕｏ 等，２０１９［２２］；张亚军等，２０１５［２３］；张莉等，
２０１３［２４］），帮助员工处理和应对工作中不安全的感知，为个体提供安稳、舒适、“无忧无虑”的工作

环境，以便促使他们能在工作中保持持续投入的状态和产生有效的创新行为。
过分安逸的环境也容易滋生出懈怠情绪，而来自外界的压力并不一定总是坏的。 压力源的两

面性暗示阻碍性压力源在消耗内在资源的同时，挑战性压力源也会激发个体主动应对策略的出现。
事件本身并无积极、消极之分，挑战性和阻碍性的区分是个人主观认知评价的产物。 Ｌａｚａｒｕｓ 和

Ｆｏｌｋｍａｎ（１９８４） ［２５］提出的压力认知评价理论，也称为压力交互理论，正是契合了这一观点。 该理论

指出，个体将某一事件判断为何种性质（损害性 ／威胁性 ／挑战性）取决于初级评价和次级评价的过

程，不同的认知评价方式将促使个体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 需要指出的是，初级评价和次级评价只

是描述两个评价过程，二者并无先后顺序之分，多是共同作用、相互影响。
对于组织中的员工来说，来自上级的重视和积极评价是最直接感受到的外部组织回报之一

（次级评价），员工对完成任务能力的自我信念（次级评价）是影响个体目标和等级实现的重要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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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这也意味着对领导支持感知和自我效能认知的组合将引发主体认知评价过程的改变。 当个

体感受到来自上级领导的关怀并且具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时，个体会倾向于将工作不安全感视为

具有挑战性的事件（初级评价），促使员工采取提高工作控制力、重塑自我形象、积极建立联系等主

动工作重塑的策略来积极应对这一情景（应对策略）。 在自我重塑、积极提升的过程中也将有助于

个体创新行为的激发。
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本文构建了一个有中介的调节作用模型，探究工作不安全感为何以及

如何会对创新行为产生积极效应，为组织理性应对工作不安全感（即不一定完全消除而是合理利

用）和从认知评价的角度提高员工的创新行为提供新的思路。

三、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１． 压力认知评价理论

压力认知评价理论是一种基于评估的压力理论，描述了一个涉及认知评价和应对反应的主观

过程（Ｌａｚａｒｕｓ 和 Ｆｏｌｋｍａｎ，１９８７） ［２６］，广泛用于研究个体对压力反应的差异性（马迎霜等，２０１８［２７］；
李福荔，２００９［２８］）。 评价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并且受到情境、时间和个人因素的影

响。 应对是为了使情况更易于管理而做出的认知和行为上的努力。
压力认知评价理论认为，压力不单独存在于人身上或环境中，而是存在于人与环境的结合中，

压力的本质是一种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压力的产生过程是一个受个体心理调节的过程。 人

与环境相结合的评价过程涉及两个重要的评价过程。 初级评价是给任何事件或情景赋予意义，判
断其是否会对自身产生威胁。 如果有威胁，个人会认为这种情景是有害的（已经对自身造成损

失）、具有威胁性的（包含损害或损失的可能性）或具有挑战性的（掌握或受益的可能性）。 次级评

价是指我可以做什么，是个体对内外部应对资源的评估过程。 在这个阶段，个人关心的是我可以做

些什么，以及如何最好地应对这种情景。 在任何事件中，这两个评价过程都高度依赖，没有先后之

分，两者会同时进行并且相互影响（Ｆｏｌｋｍａｎ 等，１９８６） ［２９］。 初级和次级评价汇聚在一起，以确定人与

环境的交互是否被视为对个体具有重大意义，如果是，它主要具有损害性、威胁性还是具有挑战性。
例如，若个体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克服这一压力或攻克某一压力并不能带来可观收益，则个体会倾向于

将该事件定义为具有威胁性的或损害性的；反之，当个体有较多的内部资源应对这一压力或从某一情

境中可以获得较大外部收益时，个体多认为其具有挑战性，因而对压力做出挑战性的评价。
应对的两个方式分别是调节紧张情绪（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和改变引起焦虑的人—环境关

系（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 这两种应对方式被应用在大多数压力交互过程中，并且应对方式的使

用会因对情景的评价而不同（Ｆｏｌｋｍａｎ 和 Ｌａｚａｒｕｓ，１９８５） ［３０］。 个体在他们认为是可以改变的情景中

使用了更多的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方式，在认为不可改变的情况下使用了更多的以情绪为中心的

应对方式。 当个体将情境评价为损害或威胁时，倾向于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而当个体将情境评价

为挑战时，更愿意釆取积极的应对方式。 做挑战性评价的个体会比做威胁性评价的个体付出更多

的努力并且表现更好。
２． 领导支持和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

在工作设计领域，传统的方法侧重于探索由组织发起的自上而下的流程，但越来越多的研究人

员意识到“最佳”的工作设计是来自主动塑造或重新设计自己工作的积极员工（Ｗｒｚｅｓｎｉｅｗｓｋｉ 和
Ｄｕｔｔｏｎ，２００１） ［３１］，并提出员工可以通过改变工作的任务和关系边界来改变他们的工作意义和工作

身份，从而改变生理和认知（Ｌｕ 等，２０１４） ［３２］；Ｗｒｚｅｓｎｉｅｗｓｋｉ 和 Ｄｕｔｔｏｎ（２００１） ［３１］ 使用术语“工作重

塑”来特指员工改变其工作的任务边界（即活动的类型或数量）、认知边界（即如何看待工作）以及

关系边界（即在工作中与谁交互）的过程。 工作重塑的核心特征是员工主动改变任务或工作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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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代表了改变工作意义的自发行为和在工作范围内自发的无人监督的变化（Ｔｉｍｓ 等，２０１２［３３］；
Ｌｙｏｎｓ，２００８［３４］）。 被定义为个体在工作任务或关系边界上做出的物理和认知变化的工作重塑，由
于其在当代工作场所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工作设计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关注话题。

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当面临工作本身或工作特征丧失的压力时，个体做出重塑自我工作行

为的应对策略离不开对内外部资源的评估，一方面，是基于对外界组织成本的评估；另一方面，是基

于个人对自身执行风险预防行为能力的评估。
（１）对奖励和收益的感知是员工进行压力评价的重要方面，即维持当前实践中积极行为所感

知到的益处。 领导作为员工直接接触的组织“代言人”，在构建工作环境和为员工提供信息和反馈

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获得领导的重视和积极评价是员工主动做出积极行为的直接动力。 领导

支持这一术语代表了员工对上级重视自己贡献和关心自己福祉的总体认知和信念（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和
Ｓｔｉｎｇｌｈａｍｂｅｒ，１９８６） ［３５］。 当员工感知到的领导支持，会认为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工作进行重

塑的行为是有意义的（Ｋａｎｔｅｎ，２０１４） ［３６］。 相反，当知觉到无法获得上级满意或认可等好处时，员工

则会将工作不安全感评估为具有威胁性的，并且认为消耗更多的资源从事改进自我工作的角色外

行为是无用的，来自未来不确定性威胁的压力将会阻碍个体做出主动应对策略的决策。
（２）个人对自身执行风险预防行为能力的评估也会影响个体应对策略的制定。 自我效能感是

普遍存在于个体和群体中的重要组成功能，指的是人们相信他们可以执行某种行为以产生特定期

望结果的程度（Ｂａｎｄｕｒａ，１９９７） ［３７］。 它在工作压力应对过程中至关重要，影响着个体对压力控制的

感知。 自我效能感高的人会感觉到更多的个人控制，这种控制感有助于增强个体在遭受到工作即

将损失的情景时战胜它的信心，从而激发出更多的主动应对和改变的行为（Ｓｉｕ 等，２００５） ［３８］。 相

反，自我效能感低的人感觉自己无法克服困难，认为工作不安全感带来更多的是打击和损害。 自我

效能感高的人认为，他们有能力完成工作重塑并产生预期的结果，所以会为了获得未来职场持续性

这一潜在收益而主动调整自己的努力和毅力，并且在面对困难和压力时更加坚持不懈（Ｃｏｎｓｉｇｌｉｏ
等，２０１６） ［３９］。 正如前文所述，对工作不安全感的认知评价取决于对内外部资源的评估，工作不安

全感、领导支持、自我效能感进一步存在三项交互作用。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领导支持在工作不安全感和工作重塑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即领导支持越高，工作不安全感

对工作重塑的正向影响越强。
Ｈ２：自我效能感在工作不安全感和工作重塑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即自我效能越高，工作不安全

感对工作重塑的正向影响越强。
Ｈ３：领导支持和自我效能感共同调节工作不安全感和工作重塑的关系，即当领导支持和自我

效能感都较高时，工作不安全感对工作重塑的正向影响最强。
３． 工作重塑的中介作用

先前的研究表明，重塑可以增加工作资源为个体的工作带来更多的乐趣，使他们更有动机完成

工作（Ｄｅｍｅｒｏｕｔｉ 等，２０１５） ［４０］、显示出更高的工作投入程度（Ｍｃｃｌｅｌｌａｎｄ 等，２０１４） ［４１］、体验到更多的

幸福感（Ｎｉｅｓｓｅｎ，２０１６） ［４２］。 但最新的证据也表明，工作重塑是一个系统化的目标设定和自我提高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工作重塑者学习新的事物、开发新的挑战，工作重塑在提高个体成就感的同

时也通过改变个体对工作的认知为他们提供有助于培养创新想法的更多认知资源（Ｓｌｅｍｐ 和 Ｖｅｌｌａ⁃
Ｂｒｏｄｒｉｃｋ，２０１４） ［４３］。 这也意味着自我导向行为的工作重塑与上级主管关注的创造性活动有着积极

的关系（Ｌｉｎ 等，２０１７） ［４４］。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工作重塑正向影响创新行为。
前文论述了受威胁者的内部资源和外部收益感知共同影响了个体对压力的看法和主动应对策略的

实施（假设 Ｈ１、假设 Ｈ２ 和假设 Ｈ３），它反过来又潜在地促进了受威胁者的创新行为（假设 Ｈ４）。 基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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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理由，本文进一步提出，工作重塑中介了工作不安全感、领导支持和自我效能感之间的交互作用。
工作重塑的产生并非无缘无故的。 Ｗｒｚｅｓｎｉｅｗｓｋｉ 和 Ｄｕｔｔｏｎ（２００１） ［３１］指出，实现自我控制、创造

积极的自我形象、与他人建立联系这三个基本个人需求是激发个体进行工作重塑的重要因素。 在

面临高度工作不安全感时，期望继续留任组织、获得就业持续性收益的员工将被激励去改变他们工

作的各个方面，在控制不确定事件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也向他人传递一种更积极的自我形象，以
此来避免或减少未来受到损失的几率。 工作重塑代表了应对组织变革和新情况的有用策略，因为

它被视为一种提高员工可持续能力以适应工作场所动态变化需求的方法（Ｋｉｒａ 等，２０１０） ［４５］。 来自

工作不安全感的挑战性评价会激发员工自我改进工作的行为，在自我改进的过程中将有更大的几

率迸发新颖的想法，有助于员工创新行为的产生。 工作重塑作为增加个体资源和预防风险的一种

方式，不仅能够应对由于组织环境变动带来不安全感，重塑自己的工作可以充当将工作不安全感转

变为创造性表现的中介机制。
压力应对是情境要求与处理这种要求的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 如果情境要求很高，但个体认

为这种要求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就会对情境做出挑战性的评价，进而产生积极应对的行为方

式；相反，如果情境要求很高，而个体觉察到自己处理这种要求的能力不足，则会做出威胁性评价，
导致产生退缩放弃的行为方式（Ｈｕｌｂｅｒ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等，２０１３） ［４６］。 当个体意识到工作不安全感的威胁

很严重且自身为威胁易感人群，认为行为改变有好处且行为改变的代价少，并且有信心和能力改变

行为时，个体的对其的认知将变为挑战性（Ｌｏｗｅ 等，２００３） ［４７］，促使个体出现积极应对的重塑行为，
由此激发出创新能力的提升。 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前文论述了个体在经历工作不安全感时，当
评估到外部环境具有较大收益，并且自身有足够的信心克服这一压力时，决定了个体对工作不安全

感的看法由消极、损耗转变为了积极、挑战，进而激发起主动重塑自我工作的意愿，从而做出更多被

组织所看重的创新行为来提升自我的积极形象和对未来把控的能力，以此减小未来遭受损失的几

率。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５：工作重塑做为中介对领导支持与工作不安全感交互作用并对创新行为的影响。
Ｈ６：工作重塑做为中介对自我效能感与工作不安全感交互作用并对创新行为的影响。
Ｈ７：工作重塑在工作不安全感、领导支持、自我效能感三项交互影响创新行为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即当领导支持和自我效能感都处于较高水平时，工作重塑对不安全感和创新行为的中介作用更强。
基于以上分析，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的“认知评价（初级评价和次级评价）—应对策略选

择—结果产出”这一过程，本文构建了一个有中介的调节作用模型（如图 １ 所示），探讨领导支持和

自我效能感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以及工作重塑在其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 这一模型旨在揭示

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机制，探究领导支持（初级评价）和自我效能感（次级评

价）在改变个体对工作中不安全感事件认知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及由此认知过程而产生主动

改进工作的应对策略的出现，而这种主动应对策略的选择将有利于创新行为的迸发。

图 １　 压力认知评价理论下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过程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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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设计

１． 研究样本

调研样本来自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 １２ 家生产经营企业，调查对象包括一线员工和员工的直

接领导。 本研究的问卷分为两种，由员工报告其感知到的工作不安全感、工作重塑、领导支持和自

我效能感；由员工的直接领导对其成员的创新行为进行评价。 问卷全部采用现场发放形式，为了提

高问卷的回收率，本研究对所有的受访者承诺所有填写答案均只用于科学研究，保证不会泄露个人

信息。 研究人员在现场共发放了 ６５０ 份问卷，剔除缺项、填答不当等无效问卷后，共收集到 ４９２ 份

问卷，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 ７５ ６９２％ 。
在收集到的调研样本中，男性占 ５８ ３３３％ ，女性占 ４１ ６６７％ ；大部分（８６ １７９％ ）员工年龄处于

２５ ～ ３５ 岁之间，只有少部分年龄处于 ２５ 岁以下（０ ４０７％ ）和 ３５ 岁以上（１３ ４１５％ ）；多数员工婚姻

状况为已婚（８１ ７０７％ ），少部分员工婚姻状况为未婚（１６ ６６７％ ）或其他（１ ６２６％ ）；工作年限在

１—５年、５—１０ 年、１０ 年以上的员工分别占 ３６ ９９２％ 、４２ ６８３％ 、２０ ３２５％ ；教育背景为大专以下、大
专、本科及以上的员工分别占 １７ ８８６％ 、６８ ６９９％ 、１３ ４１５％ 。

２． 测量工具

由于本研究采用的均为国外学者编制的成熟量表，最初的翻译标准均为英文，所以根据 Ｂｒｉｓｌｉｎ
（１９８６） ［４８］的标准翻译和回译程序将这些量表翻译成中文。 本研究邀请了四位双语博士研究生，在
对该研究目标和假设并不了解的情况下，将测量题项从英语翻译成汉语，然后再次翻译回来。 此

外，还邀请了两位双语管理学教授对原始量表和回译量表进行比较，并指出这两项量表在多大程度

上是准确的，并修改了测量项目的细微差异。 因此，英汉两种译本具有对等的语义。
（１）工作不安全感。 由 Ｈｅｌｌｇｒｅｎ 等（１９９９） ［４９］编制的工作不安全感量表改编而来，包括数量工

作不安全感和质量工作不安全感两个维度，共 ７ 个题项。 数量工作不安全感的题项包括“我担心

会被解雇”“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有失去目前工作的风险”“我为将来可能会失去工作而感到

不安”；质量工作不安全感的题项包括“我未来的职业值得看好”“我觉得未来组织会增加我的工作

挑战性”“我相信组织将来会需要我的能力” “在这个组织中，我的薪水有望获得增长”。 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 ５ 点量表进行调查，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 ８８２。
（２）工作重塑。 采用 Ｌｅａｎａ 等（２００９） ［５０］开发的工作重塑量表，包括 ６ 个题项，如“我会引入新

的方法来改进我的工作”“我会改变我认为没有必要的次要的工作程序”“我会从别的地方寻找有

助于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法、设备等工具”等。 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 ７ 点量表进行调查，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

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 ８９３。
（３）领导支持。 由 Ａｍａｂｉｌｅ 等（１９９６） ［５１］ 编制的 ＫＥＹＳ 量表的领导支持维度改编而来，包括 ６

个题项：“我的领导鼓励我在工作中要有创新”“我的领导重视我的个人贡献”“我的领导对我的工

作表现出很强的信心”“我的领导能在工作中以身作则，树立良好的模范”“我的领导拥有良好的团

队沟通和协调能力”“我的领导不会不理会我的抱怨”，该量表得到了多位学者的认同和广泛使用

（王端旭和洪雁，２０１０［５２］；祝振兵等，２０１７［５３］ ）。 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 ５ 点量表进行调查，本研究中该量表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 ８４８。
（４）自我效能感。 由 Ｎｇ 和 Ｌｕｃｉａｎｅｔｔｉ（２０１５） ［５４］编制的自我效能感量表中应变自我效能和创新

自我效能两个维度改编而来，包括 ７ 个题项，如“我对自己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信心”“我觉得

我善于产生新颖的想法”“无论组织何时发生变革，我相信我都能应付”等。 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 ５ 点量表

进行调查，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 ８３３。
（５）创新行为。 由 Ｚｈｏｕ 和 Ｇｅｏｒｇｅ（２００１） ［５５］编制的创新行为量表改编而来，包括 １０ 个题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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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经常建议在工作中推行新的工作方法” “他善于寻找新技术、新流程、新工艺和产品理念”等。
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 ５ 点量表进行调查，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 ９１６。

（６）控制变量。 将易对研究变量产生影响的性别、年龄、工作年限、婚姻状况、教育背景等五个

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五、 数据分析和结果

１． 共同方法偏差与验证性因子分析

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素方法进行共同方法检验。 单因素检验显示，未经旋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共析出五个主因子，第一个因素的变异程度没有超过总变异程度的一半（３９ ８９％ ），因此本研究不

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影响。
采用 Ｍｐｌｕｓ ７ ０ 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ＦＡ）来检验因子之间的

区别效度，测试了单因子、双因子、三因子、四因子和五因子模型（如表 １ 所示）。 结果表明，假设的

五因素基准模型（工作不安全感、工作重塑、创新行为、领导支持、自我效能感）数据拟合效果最佳

（ χ
２

ｄｆ ＝ ２ ７７１；ＴＬＩ ＝ ０ ９５３；ＣＦＩ ＝ ０ ９３８；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５７；ＳＲＭＲ ＝ ０ ０６０），这些结果支持了测量模型

的判别有效性。
表 １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２ ｄｆ χ２
ｄｆ ＴＬＩ ＣＦＩ ＲＭＳＥＡ ＳＲＭＲ

单因子模型（ＪＩ ＋ ＪＣ ＋ ＳＳ ＋ ＳＥ ＋ ＩＢ） １４６１ １６８ １１９ １２ ２７９ ０ ６０７ ０ ６５６ ０ １５１ ０ １０７
双因子模型（ＪＩ ＋ ＪＣ，ＳＳ ＋ ＳＥ ＋ ＩＢ） ８３３ ４１４ １１８ ７ ０６３ ０ ７８９ ０ ８１７ ０ １１１ ０ ０９１
三因子模型（ＪＩ ＋ ＪＣ，ＳＳ ＋ ＳＥ，ＩＢ） ６２７ ６７７ １１６ ５ ４１１ ０ ８４６ ０ ８６９ ０ ０９５ ０ ０８６
四因子模型（ＪＩ，ＪＣ，ＳＳ ＋ ＳＥ，ＩＢ） ５１４ ６２７ １１３ ４ ５５４ ０ ８７６ ０ ８９７ ０ ０８５ ０ ０８２
五因子模型（ＪＩ，ＪＣ，ＳＳ，ＳＥ，ＩＢ） ２８８ １４９ １１２ ２ ７７１ ０ ９５３ ０ ９３８ ０ ０５７ ０ ０６０

　 　 注：ＪＩ ＝ 工作不安全感，ＪＣ ＝ 工作重塑，ＳＳ ＝ 领导支持，ＳＥ ＝ 自我效能感，ＩＢ ＝ 创新行为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本研究中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性如表 ２ 所示。 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与本文的预期一

致，工作不安全感与工作重塑（ ｒ ＝ ０ ３５８，ｐ ＜ ０ ０１）、创新行为（ ｒ ＝ ０ １９５，ｐ ＜ ０ ０１）均显著相关，工
作重塑与创新行为（ ｒ ＝ ０ ４７５，ｐ ＜ ０ ０１）均显著相关。
表 ２ 变量的均值、方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Ｍ ＳＤ １ ２ ３ ４

１． 工作不安全感 ３ ５２３ ０ ５７３
２． 工作重塑 ４ ２９５ ０ ９８９ ０ ３５８∗∗

３． 领导支持 ３ ６３７ ０ ６６４ － ０ ２５３∗∗ － ０ ５２５∗

４． 自我效能感 ３ ３７２ ０ ６７２ － ０ ３２４∗∗ ０ ０５１∗∗ － ０ ２３２∗∗

５． 创新行为 ４ ３７１ ０ ６７５ ０ １９５∗∗ ０ ４７５∗∗ － ０ ６８４∗∗ ０ ２３３∗∗

　 　 注：∗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３． 假设检验

（１）领导支持和自我效能感的调节效应检验：多层线性模型的分析结果如表 ３ 所示。 以工作

重塑为结果变量，加入控制变量得到模型 １，接着分别加入工作不安全感、工作不安全感和领导支

持交互项、工作不安全感和自我效能感交互项，得到模型 ２、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可以看出，工作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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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感和自我效能感的交互项（Ｍ３，β ＝ ０ ４３２，ｐ ＜ ０ ０５）、工作不安全感和领导支持的交互项（Ｍ４，
β ＝ ０ ３６７，ｐ ＜ ０ ０１）都是显著的，这为自我效能感和领导支持在工作不安全感和工作重塑关系中的

调节作用提供了支持（Ｅｄｗａｒｄｓ 和 Ｌａｍｂｅｒｔ，２００７） ［５６］。 进一步，按照 Ｐｒｅａｃｈｅｒ 等（２００７） ［５７］ 的建议，
分别绘制了自我效能感和领导支持在高低级别（高于和低于平均值的 １ 个标准差）时的调节效应

图。 当员工的自我效能感较高而不是较低时，工作不安全感与工作重塑正相关（如图 ２ 所示）；当
团队领导支持较高而不是较低时，工作不安全感与工作重塑正相关（如图 ３ 所示）。 因此，假设 Ｈ１

和假设 Ｈ２ 得到支持。
表 ３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工作重塑 创新行为

Ｍ１ Ｍ２ Ｍ３ Ｍ４ Ｍ５ Ｍ６ Ｍ７ Ｍ８

第一层

性别 ０ ０２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７ ０ １０７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３ ０ １０３

年龄 ０ １０１∗ ０ １３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７１ ０ １３１ ０ １１０ ０ １４１ ０ ０４０

工作时间 － ０ １６８∗∗ － ０ ２０３∗∗ － ０ １３２∗ － ０ １２１∗ － ０ ２０９ － ０ １５１∗∗ － ０ １２３∗∗ － ０ ０８２

婚姻状况 －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４０ － ０ ０５ － ０ ０５２ － ０ ０３２ － ０ １３２ － ０ １３２ － ０ １３１

教育背景 － ０ ０４８ － ０ ０２６∗ － ０ ５７ － ０ １２１ － ０ １３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４２ ０ ０５２

第二层

ＪＩ － ０ ５９４∗∗∗ ０ ２３１∗∗ ０ ３２２∗∗ ０ ２８１∗∗ － ０ ２１４∗∗∗

ＪＣ ０ ４３１∗∗∗

ＳＥ ０ ３０５∗∗ ０ １５３∗∗

ＳＳ ０ ２７１∗∗ ０ ２６３∗∗

第三层（交互项）

ＪＩ × ＳＥ ０ ４３２∗ ０ ３９２∗∗

ＪＩ × ＳＳ ０ ３６７∗∗ ０ ４２２∗∗

ＳＳ × ＳＥ － ０ ２６０∗∗

ＪＩ × ＳＳ × ＳＥ ０ ２３０∗∗

Ｒ２ ０ ０３４ ０ １５０ ０ １５３ ０ ３４１ ０ ３６４ ０ ０２３ ０ ０５６ ０ ２３３
Ｆ ４ ４３４∗∗ １５ ４１０∗∗∗ １２ １１６∗∗∗ ３２ ７９５∗∗∗ ２６ ５４４∗∗∗ ３ ２６１∗∗∗ ５ ８４０∗∗∗ １９ ８０８∗∗∗

　 　 注：ＪＩ ＝ 工作不安全感，ＪＣ ＝ 工作重塑，ＳＳ ＝ 领导支持，ＳＥ ＝ 自我效能感，ＩＢ ＝ 创新行为；∗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图 ２　 自我效能感在工作不安全感和工作重塑关系中的调节效应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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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领导支持在工作不安全感和工作重塑关系中的调节效应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２）三项交互检验：采用 Ｇｒａｎｔ 和 Ｓｕｍａｎｔｈ（２００９） ［５８］ 的方法，将工作不安全感、领导支持、自我

效能感的交互项引入方程，得到模型 ５。 由表 ３ 可以看出，三项交互项对工作重塑具有显著的影响

（Ｍ５，β ＝ ０ ２３０，ｐ ＜ ０ ０１）。 进一步，依据 Ｄａｗｓｏｎ 和 Ｒｉｃｈｔｅｒ（２００６） ［５９］的建议，本文将领导支持和自

我效能感两个维度分为高领导支持且高自我效能感、高领导支持且低自我效能感、低领导支持且高

自我效能感、低领导支持且低自我效能感四种情况，并绘制了三项交互效应图（如图 ４ 所示）。 可

以看出，低领导支持且低自我效能感情况下，工作不安全感对工作重塑依然是负向影响（斜率为

负）。 当同时存在领导支持和自我效能感时，工作不安全感对工作重塑会产生正向影响（斜率为

正）；但相比较而言，高领导支持且高自我效能感情况下工作不安全感对工作重塑影响拟合曲线正

向斜率最大，假设 Ｈ３ 得到验证。

图 ４　 工作不安全感、领导支持、自我效能感对工作重塑的三维交互影响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３）工作重塑对创新行为作用检验：以创新行为为因变量，加入控制变量得到模型 ６ 加入工作

不安全感进入方差得到模型 ７，加入工作重塑进入方程得到模型 ８。 正如表 ３ 中模型 ８ 的结果所

示，工作重塑可以显著预测创新行为（Ｍ８，β ＝ ０ ４３１，ｐ ＜ ０ ００１），因此假设 Ｈ４ 得到支持。
（４）有中介的调节作用检验：借鉴 Ｅｄｗａｒｄｓ 和 Ｌａｍｂｅｒｔ（２００７） ［６０］所提出的有中介的调节方法进

行检验。 采用样本自助抽样法对模型中的估计参数进行重新抽样和置信区间估计。 基于 ５０００ 次

重复抽样模型，利用 ＳＰＳＳ 软件的 Ｐｒｏｃｅｓｓ 程序进行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 ４ 所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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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安全感和领导支持的交互项通过工作重塑对创新行为间接影响的 ９５％ 置信区间为［０ ０５７，
０ １７９］（不包含 ０）。 工作不安全感和自我效能感的交互项通过工作重塑对创新行为间接影响的

９５％置信区间为［０ ０５７，０ １６７］（不包含 ０）。 工作不安全感、领导支持、自我效能感的三项交互项

通过工作重塑对创新行为间接影响的 ９５％置信区间为［０ ０４７，０ １６４］（不包含 ０）。 因此，假设 Ｈ５、
假设 Ｈ６、假设 Ｈ７ 得到支持。
表 ４ 有中介的调节效应置信区间检验

调节变量 效应值 Ｓ． Ｅ．
置信区间

上限 下限

领导支持 ０ １０７ ０ ０３４ ０ ０５７ ０ １７９
自我效能感 ０ １０３ ０ ０２８ ０ ０５７ ０ １６７
领导支持、自我效能感 ０ １２９ ０ ０３６ ０ ０７２ ０ ２１１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六、 结论与讨论

当中国致力于成为一个具有竞争力和创新精神的国家时，中国企业的员工也面临着越来越严

重的工作不安全感。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奉行“９９６”甚至“９９７”工作

制，“无忧无虑”的工作环境早已不复存在。 在工作不安全感越来越难以消除的今天，如何合理地

利用工作不安全感并发挥其积极作用成为学术界和管理者共同思考的问题。 本文引入压力认知评

价理论，构建了有中介的调节作用模型，按照“评估过程—应对策略选择—结果产出”揭示了工作

不安全感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机制，特别是个体感受到的领导支持和自我效能感在其中发

挥的调节作用，以及工作重塑在其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 并以来自 １２ 家企业的 ４９２ 名员工为调研

对象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一是领导支持在工作不安全感和工作重塑关系中起调节作用，自我

效能感在工作不安全感和工作重塑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并且领导支持和自我效能感都处于较高水

平时，工作不安全感对工作重塑的积极影响最强；二是工作重塑正向影响员工的创新行为；三是工

作重塑做为中介对工作不安全感和领导支持的交互作用并对创新行为的影响，还对工作不安全感

和自我效能感的交互作用并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并且在工作不安全感、领导支持、自我效能感三项

交互影响创新行为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当领导支持和自我效能感都处于较高水平时，工作不安全

感将更容易通过工作重塑产生创新行为。
１． 理论意义

（１）揭示了工作不安全感同样可以成为员工创造行为的触发器。 为了促使员工创新行为的产

生，为员工提供各种支持型因素、消除不利于创新的负面因素是组织常见的做法。 而工作不安全感

作为现代组织难以避免的职场心理因素，很多研究都发现工作不安全感是阻碍员工产生创造性行

为的负面因素。 但先前研究忽略了工作不安全感作为压力源同时具有积极和消极“两面性”，这取

决于个体对压力的认知评价过程。 本文引入压力认知评价理论，通过构建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发现当员工可以获得更多外部领导支持和拥有更强自我效能感时，工作不安全感将会被员工视为

挑战性的情景（而非损害性的情景），激发员工自发地产生主动重塑自我工作的应对策略，从而有

助于员工创新行为的产生。 本文对“工作不安全感具有消极作用”的观点提出了挑战，揭示了工作

不安全感也具有积极作用，竞争性的环境同样是创新行为的触发器（Ｔｅｎｇ 等，２０１８） ［６１］，在提高创

新行为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丰富了工作不安全感作用效用的相关研究。
（２）探寻了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产生正向影响的中间作用机制。 一方面，个体对内外部

资源的评估，即对外界环境收益回报的感知和对自身能力信心的评价共同影响着个体对压力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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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和评价。 以往研究多是将工作不安全感视为损害性的威胁，本文发现，工作不安全感转化为挑战

性压力的关键在于个体对领导支持和自我效能感的评估过程。 这也提醒管理者，来自上级的支持

和员工自身的效能感都是促使员工在面临工作不安全感时重构对压力认知的重要考虑因素。 另一

方面，很多研究试图从知识隐藏（Ｇｉｌｂｏａ 等，２００８） ［１０］、心理资本（周浩和龙立荣，２０１１） ［１２］、工作投

入（Ｗａｎｇ 等，２０１５） ［６２］、自我效能感（张勇和龙立荣，２０１３） ［６３］等角度尝试提供寻找工作不安全感和

创新行为关系发生的过程机制，然而这些中间过程并没有捕捉到员工感知的工作特征，忽略了创造

性工作中的具体工作行为，员工创新行为的实现离不开积极自我改进行为的驱动。 本文研究结果

正是契合了这一观点，发现工作不安全感的挑战性评价是通过激发员工自发的工作重塑行为来促

使创新行为的提升。 这也意味在挑战性认知下，个体会产生一系列的有益于自我发展的主动应对

策略，为员工提供容忍的试错氛围和宽松的改进空间是诱发员工在感知到未来工作威胁时产生创

新行为的重要中间因素。
２． 实践启示

压力认知评价模型不仅为在工作场所领域研究压力应对过程的心理机制提供了一个理论框

架，也为干预个体对工作不安全感的看法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方法。 “９９６”工作制的出现也在某种

程度上说明了员工为了保持自己继续留任在组织中，避免工作不安全感带来的未来潜在威胁而做

出的尝试。 既然压力应对过程受认知评价的影响，改变员工的认知评价就可以影响员工对工作不

安全感的体验、应对方式及产生的效果。
（１）为组织如何在员工经历工作不安全感的情况下促进员工创新行为提供了见解。 先前的研

究中可以得知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创新行为有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表明，这种影响不是独有的，
可能取决于员工自身对工作不安全感的认知评价。 当员工认为当前工作不安全感的状况是一个挑

战而非威胁时，如果工作更努力表现出更多的创新行为，他们就有更多的机会留在自己的组织中。
因此，现实中组织并不完全需要避免员工体验和知觉到工作不安全感，让员工在“无忧无虑”的情

境下工作对于激发员工的创新行为并不一定有利，引入竞争、上岗等激励机制，增强员工的“居安

思危”、“忧患意识”，这对于工作不安全感越来越难以避免、消除工作不安全感愈加困难的当今组

织可能更具有管理实践的可操作性。
（２）工作不安全感引发员工创新行为是有一定条件的，员工对工作不安全感这一压力源的认

知评价过程和主动应对策略的激发不容忽视。 在具体的创新管理实践中，在努力实现组织精简化、
提高组织灵活性的同时，为员工提供支持性的工作环境和提高员工自身的效能感是不可或缺的辅

助条件。 组织可以明确地将关心员工作为领导的职责之一，并奖励支持行为的展示，尤其是对受到

工作不安全感威胁的员工来说，来自领导的支持更是必不可少。 同时，管理者可以为员工设置培训

课程，以提高他们的信心和自我效能，并为自己设定可实现的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目标（Ｌａｍ 等，
２０１５） ［６４］。 此外，本文还发现员工创新行为的产生是通过工作重塑实现的。 因此，组织可以创造一

种鼓励容忍错误和冒险的气氛，鼓励员工自发重塑行为的产生。
３． 研究局限及未来展望

虽然本研究的结论支持先前所提出的假设，但在数据收集、理论视角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

不足。
首先，横截面数据限制了因果关系的论断。 在本研究中，员工的创新行为由其直接主管进行评

估，而工作不安全感、工作重塑、领导支持、自我效能感则以员工自我评估为主。 虽然上级和员工的

配对数据可以有效地防止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但它仍然是同一时间节点收集的横截面的数据。
即使本研究的假设都得到了充分的支持，但仍然可能存在无法真实揭示变量间因果关系的问题。
鉴于创新行为的产生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变量，未来研究可以进行纵向调查，以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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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清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然后，本研究仅根据以往研究将常见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未来研究可尝试控制已

发现的其他主要理论机制（如资源保存理论、ＶＳＲ 理论等），从而更好地解释本理论所揭示的作用

效应。
其次，工作不安全感的积极效应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发现（Ｔｅｎｇ 等，２０１７［６５］ ），本文仅从

压力认知评价理论出发，探究了领导支持、自我效能、工作重塑在工作不安全感和创新行为积极关

系中的作用机制。 未来还可以从更多的理论视角出发，如工作保留动机视角（Ｓｈｏｓｓ，２０１７） ［６６］ 等，
更加全面地解释两者发生积极作用的过程机制。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现在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虽然不包

含 ０，但上下限可能仍然较为接近 ０，表明交互项的中介作用可能较弱。 虽然中介效应较弱，但其仍

然是显著可接受的，这样的结果在一些社会心理学研究中也比较常见（王震和宋萌，２０１４［６７］；Ｚｈａｎｇ
等，２０１４［６８］；仇勇等，２０１９［６９］）。 而且这个效应在本研究中可能被低估了。 由于本文的样本中工作

不安全感的分布比较有限（Ｍｅａｎ ＝ ３ ５２３，ＳＤ ＝ ０ ５７３，如表 ２ 所示），这可能使得工作不安全感与领

导支持、自我效能感的交互效应被低估。 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使用具有较大变化的样本以便观察

到更大的效果。 同时，后续研究还可以探索其他更为接近的预测因子，如工作压力、动机等来改善

模型的适合性，这些预测因子被认为是可能影响创新行为的前因机制，但在目前的研究中没有明确

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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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７，４２，（１）：１８５ － ２２７．
［５８］Ｇｒａｎｔ，Ａ． Ｍ ．，ａｎｄ Ｊ． Ｊ． Ｓｕｍａｎｔｈ．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ｓｏｃｉａｌｌｙ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ｒ

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９４，（４）：９２７ － ９４４．
［５９］Ｄａｗｓｏｎ，Ｊ． Ｆ ．，ａｎｄ Ａ． Ｗ． Ｒｉｃｈｔｅｒ． Ｐｒｏｂ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Ｗａｙ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ｌｏｐ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ｅｓｔ［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９１，（４）：９１７ － ９２６．
［６０］Ｅｄｗａｒｄｓ，Ｊ． Ｒ ．，ａｎｄ Ｌ． Ｓ． Ｌａｍｂｅｒ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Ｕｓ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ｄ Ｐａ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２００７，１２，（１）：１ － ２２．
［６１］Ｔｅｎｇ，Ｅ ．，Ｌ． Ｚｈａｎｇ，ａｎｄ Ｙ． Ｑｉｕ．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ａｄ ｆｏｒ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 Ａｆｆｅｃｔ⁃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Ｊｏｂ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ｉｖｉｎｇ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Ｓｕｐｐｏｒｔ［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２０１８：１ － ２７，ＤＯＩ：１０ １１７７ ／ ０１４３８３１ｘ１７７４４０２６．
［６２］Ｗａｎｇ，Ｈ ．，Ｃ． Ｌｕ，ａｎｄ Ｏ． Ｓｉｕ． Ｊｏｂ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Ｊｏｂ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Ｗｏｒｋ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１００，（４）：１２４９ － １２５８．
［６３］张勇，龙立荣． 人—工作匹配、工作不安全感对雇员创造力的影响———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检验［Ｊ］ ． 天津：南开管

理评论，２０１３，（５）：１６ － ２５．
［６４］Ｌａｍ，Ｃ． Ｆ ．，Ｊ． Ｌｉａｎｇ，Ｓ． Ｊ． Ａｓｈｆｏｒｄ，ａｎｄ Ｃ． Ｌｅｅ． Ｊｏｂ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Ｃｕｒｖｉｌｉｎｅａｒ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１００，（２）：４９９ － ５１０．
［６５］Ｔｅｎｇ，Ｅ ．，Ｙ． Ｑｉｕ，ａｎｄ Ｙ． Ｃｈｅｎ． Ｂａｄ ｏｒ Ｇｏｏｄ？ Ａｎ Ａｆｆｅｃｔ⁃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Ｊｏｂ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２０１７，（１）：１４８ － １５４．
［６６］Ｓｈｏｓｓ，Ｍ． Ｋ． Ｊｏｂ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４３，（６）：

１９１１ － １９３９．
［６７］王震，宋萌． 对辱虐管理与下属公平感关系的再分析：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Ｊ］． 上海：心理科学，２０１４，（３）：７２３ －７２８．
［６８］Ｚｈａｎｇ，Ｊ ．，ａｎｄ Ｃ． Ｗｕ．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ｎｄｆｕｌｎｅｓｓ ｏｎ Ｓａｆｅｔ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Ａ Ｄｕ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Ｊ］ ．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２０１４，（７０）：２４ － ３２．
［６９］仇勇，孟雨晨，杨旭华． 精神型领导何以激发员工创新？ ———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与组织认同的链式中介作用［Ｊ］ ． 合肥：华

东经济管理，２０１９，（４）：４４ －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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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Ｊｏｂ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ｔｒｅｓｓ

ＬＩＵ Ｓｈｕ⁃ｚｈｅｎ，ＹＥ Ｌｏｎｇ，ＧＵＯ Ｍ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ｅｉｊｉｎｇ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ｓ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ａ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ｒｉ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ｆｌｅｘｉｂｌｙ ａｎｄ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ａｄａｐ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ｔｏ ａｄｏｐｔ ｓｕｃｈ ｒｅｆｏｒ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ｓ
ｌａｙｏｆｆ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ｂｙ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ｊｏｂ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Ｗｏｒｋ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ｒｅｆｒｅｅ” ｉ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Ｊｏｂ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Ｊｏｂ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ａ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ｊｏｂ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ｏｓｓ ｏｆ ｊｏｂ ｉｔｓｅｌｆ ａｎｄ ｊｏｂ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ａｌａｒｙ，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ｔｃ． ）．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ｍｏ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ｊｏｂ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ｓ ｔｏ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ｊｏｂ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 ｅｖ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ｌ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ｓ
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ａｔ ｗｏｒｋ．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ｊｏｂ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ｒｉｎｇｓ ａｂｏｕｔ ａ “ｃａｒｅｆｒｅ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ｔ ｉｓ ｅａｓｙ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ｓｔａｇｎａｎ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ｊｏｂ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ｈａｓ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ｆｏｕｎｄ ｓｕｃｈ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ｓｏｍ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ｊｏｂ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ｈａ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ｉｓ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ｊｏｂ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ｉｓ ａｌｓｏ ｉｍｐｌ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ｏｂ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ｎｄ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Ｎｏｗａｄａｙｓ，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ｊｏｂ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ａｌｗａｙｓ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ｗａｙ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ｊｏｂ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ｂｌｉｎｄｌｙ．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ｓｅ ｏｆ ｊｏｂ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ｂｅ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ｃａｌｌ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ｆｒｏｍ ｍｏ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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